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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

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１９世纪末以来的

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

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

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

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

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

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

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

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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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匠人精神”再认识

２０１６年是美国社会学家Ｃ·赖特·米尔斯（１９１６－１９６２）诞辰
一百周年。与其短短四十五年短暂的生命相比，米尔斯对社会学这
门学科的影响却始终没有中断且历久弥新。那么，米尔斯对于我们
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与当下的理论思考究竟

有着怎样的相关性？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来重新审观这些问题，
或许正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１．在《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两个中译本中，１９９６年巨流版将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译成“艺师精神”，

２００１年三联版则将其译成“巧艺”。此外，也有学者在论文中将其译成“艺匠格局”（叶启政，

２０１６：９７）。为了兼顾米尔斯的原意以及中文表达的一般习惯，本文则将其译成“匠人精神”。

２．巨流版将该版附录的标题译为“论学术艺师精神”，三联版则译作“论治学之道”。

在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中，“匠人精神”（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关键词。１以往对于米尔斯的研究，也大多注意到他对于“匠
人精神”的论述和推崇。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单辟了一个

３０多页的附录《论智识匠人精神》（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２集中
讨论在何种意义上，一个具备了社会学的想像力的研究者，首先应当是
一名独立的智识意义上的“匠人”，以及这样的匠人应当如何“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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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ａ：１９５－２２６）。３在米尔斯看来，“匠人精神”与他所批评的
科层气质的社会研究相对。米尔斯本人曾经在拉扎什菲尔德领导的哥
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工作经历（Ｍｉｌｌｓ，

２０００：１７０－１７１；Ｓｔｅｒｎｅ，２００５），在生前尚未完成的一部遗著中，他曾如
此剖白心迹：“安安静静写书授课的老派教授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历史陈
迹，但是这种老派角色在我心中却是被珍视的。我放弃了成为大规模
调查的科层管理者或学术企业家的机会，这最终确定了我要走的路，即
做一名独立的智识匠人”（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

那么，所谓的“匠人精神”是否指的就是一种治学方法，或者更进一
步地，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呢？这样的理解固然没有问题，却很容易
陷入到方法主义之争的窠臼乃至泥潭中去，而难以进入实质问题。因
为，当我们仅仅从“方法”的意义上来理解时，“匠人”本身所内蕴的社会

－历史意涵就被抽离出来，而变成一个普遍的、抽象意义上的存在。但
事实上，匠人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质体，正如叶启政先生在最近的一篇论
文中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学家的工作其实都是“一种在特殊文化－历
史脉络下进行着编织理念故事的艺匠人的工作”（叶启政，２０１６：８９）。

也就是说，当我们将米尔斯视为一个智识匠人时，我们首先应该关切和
探究的，是怎样的文化－历史脉络形塑和影响了米尔斯的社会学写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具一种“瞭解之同情”，而不至有“隔阂肤廓之
论”（陈寅恪，２０００）。

３．其实早在１９５１年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米尔斯就曾经讨论过“匠人精神的理想状
态”（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１：２２０－２２４），不过那时的讨论并非专门针对社会学研究这个行当而言。

在笔者看来，要同情地理解米尔斯的志业，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即
米尔斯首先是一个美国文明之子。米尔斯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文明
发生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转型及其危机，以及美国本土的知识
传统对危机的理解和应对，从社会史和思想史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米
尔斯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脉络，给米尔斯本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米尔斯作为一个智识匠人的身心结构。

从社会史的层面来看，就美国内部而言，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推进，

产业无产阶级与白领阶层兴起，曾经作为美国民主柱石和共和美德化
身的农场主阶层逐渐式微，城市化则推动了迥异于清教徒传统的新生
活方式的出现，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则使得国家权力更进一步高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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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托克维尔（１９９６）笔下曾经作为美国民主基本单元的小乡镇及其
生活方式，无论在政治还是民情的意义上，其重要性都已大不如前；就
美国外部而言，从１９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由威尔逊、罗斯福等政治领袖对国家话语的重塑，美国逐渐远离了开
国前辈所树立的“孤立原则”，由“共和典范”而逐渐走向了对外扩张、介
入世界秩序的帝国之路（方纳，２００２；王立新，２００９）。
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这样的转型是如何得到回应的呢？就美国

自身的智识传统而言，自２０世纪初以来，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传
统在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奠基下逐渐形成。以皮尔斯等人为
代表，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亦对美国的立国理念以及在１９世纪末以来的
帝国转向尤其是在海外的殖民活动予以了深刻反思（参见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１９６３），而在米德的努力下，实用主义传统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巨大影
响（Ｒｏｓｓ，１９９１），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正是要考察城市化、工业化
带来的移民等问题及其对于社会结构尤其是“民情”的影响。就外部影
响而言，随着２０世纪初那一代负笈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留学生回国进
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以及１９３０年代由于法西斯危机导致的欧洲
学者和思想家大量移民美国，美国自身的学术观念、组织形态乃至社会
政策等等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欧陆文明的影响和改造（参见罗杰斯，２０１１）。
米尔斯本人即深深地嵌入这一社会与思想、内部与外部的多重转

型过程之中。他出身于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父
是农场主，父亲是保险经纪人，两代人的职业变迁本身即体现了工业
化、城市化的影响；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他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和心
理学的影响，其博士论文即是关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职业化过程的一
个知识社会学考察，其中，对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讨论各自分别占
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４）。从博士论文开始，对实用主
义的社会和智识价值的坚守贯穿了米尔斯全部研究的始终（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１９６３：１２）。“智识匠人”这一意象，本身即带有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的
色彩；而经由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德国移民学者汉斯·格
特的中介，米尔斯对于欧陆社会科学尤其是韦伯传统又有了较为系统
的理解和梳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和格特合作翻译了《马克斯·韦
伯社会学文集》，后者成为英文世界中较早且较重要的一部韦伯译作
（Ｗｅｂｅｒ，１９４６）；从１９４０年代开始，伴随着战争步伐的临近，米尔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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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关心实际政治的“学究”转变为一个激进的社会批评家。１９４５
年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米尔斯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批判
知识分子圈子。这样一个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阶层”的
“纽约文人”群体以《党人评论》（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杂志为平台，倡导人文
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对于２０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参见吴琼，２００６；钱满素，２０１３）。在这个群体内部，莱昂纳多·特里
林、欧文·豪等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所给予米尔斯的智识启发、激励和认
同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远远超过了他在社会学共同体内所体验到
的。譬如，《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的标题很可能即是对特里林１９５０年
出版的名著《自由主义的想像》（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的模仿，后者
对于占据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之缺乏“想像力”的批评与前者
的旨趣亦并无二致（Ｔｒｉｌｌｉｎｇ，１９５０）。
米尔斯曾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的年代，他将之定义为

“第四纪元”（Ｆｏｕｒｔｈ　Ｅｐｏｃｈ），即“现代”之后难以名状而又充满各种悖
论和不确定性的混沌时代（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１６６），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
社会理论意涵的表达，但从经验的意义上，不妨认为，“第四纪元”即美
国文明所处的转折年代的具体投射。米尔斯曾经批评同时代的大多数
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理解‘美国’的努力”（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２：４４７）。而纵览
米尔斯一生的著述，他始终都在关切和回应美国文明转型及其危机这
个时代问题，或者说，由托克维尔所奠定的“民主在美国”的问题。概言
之，米尔斯学术生涯黄金时期关于工会领袖、白领阶级以及权力精英的
“社会分层三部曲”是从内部的社会结构视角讨论大众社会的兴起与美
国文明转型之内在逻辑的勾连（Ｍｉｌｌｓ，１９４８，１９５２，１９５６）；而其晚期关
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古巴革命的著作则是从一个具有世界历史眼
光的外部视角出发来理解美国民主的危机（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ｂ，１９６０ａ）。
因此，本文接下来对于米尔斯社会学遗产的讨论，即首先围绕以上

内外两个面向而展开。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将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
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民主的不同判断，揭示其分歧的由来和实质所
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主要以米尔斯讨论古巴革命的重要文本
《听着！洋基佬》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关心在何种意义上
与其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勾连在一起。在以上两部分的讨论结束之
后，本文接着指出，除了实质内容之外，对文体“形式”和“风格”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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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米尔斯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面向。且“内容”与“形式”之间具有
内在的关联性。米尔斯对于社会学的“想象”，最终是落实到“社会学的
诗”（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这一文体上的（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１２）。本文试图揭
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古
典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当前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
斯的社会学遗产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二、米尔斯与同时代人：对美国社会的内部考察及其分歧

１９６１年，两位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和斯梅尔塞在一篇文章中如
此评论他们的同行、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社会学教授米尔斯：

“其实他对于当代美国的社会学无足轻重———尽管他的
书在社会学界之外很畅销，受到某些政治圈子的广泛欢迎
……米尔斯与美国学院社会学之间的隔绝并不反映了后者对
前者的排斥……在哥伦比亚大学，米尔斯自愿放弃了教授研
究生课程和讨论课的权利。哥伦比亚大学是社会学最大的研
究生教育中心之一，米尔斯的这一做法意味着他故意拒绝了
一个影响一大批美国未来的社会学家的大好机会。可如果他
真的要自我放逐于社会学界之外的话，他偏又在一些更加通
俗和商业化的媒体上频繁发表他的观点，以此来影响外界对
于社会学的认识。”（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Ｓｍｅｌｓｅｒ，２００４：３２１）
这段半个多世纪前的评论颇耐人寻味。米尔斯在如今已经取得了

某种经典地位，然而，在李普塞特和斯梅尔塞等同时代人的笔下，他却
是“无足轻重”的。米尔斯似乎只是一个美国社会学界的“局外人”，一
个以通俗写作来吸引大众眼球的半吊子学者。事实上，米尔斯本人也
不否认自己的边缘人地位。李普塞特和斯梅尔塞提到，在哥伦比亚大
学，米尔斯只教本科生，从未带过研究生。这的确是事实。据一位哈佛
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的回忆，他读过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后大为佩服，
曾动过转学去哥伦比亚大学追随米尔斯的念头。但是，米尔斯明确告
诉他不要跟着自己读书，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学术界的边缘人，对他今后
在学术界的发展没有帮助。那么，米尔斯不带研究生仅仅是出于为学
生的职业前途着想么？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米尔斯曾经谈起他参
加一次哥大社会学系学生酒会的情形：米尔斯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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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们纷纷过来同他打招呼，在对方做完自我介绍之后，米尔斯就会请
教人家在做何研究。而他得到的回答大都类似于“某某街区的低收入
家庭中的工作－娱乐关系”。这种小鼻子小眼的研究实在是让他提不
起兴致。因此，米尔斯对学生的失望，乃至拒绝，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
当时整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氛围和格局的不满。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
更能够理解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对于美国社会学同时代的主
流的批评。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米尔斯的同代人是如何看待和回应
他的批评的，更进一步地，他们是如何理解和评价米尔斯本人的社会学
研究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希望补全的故事的另一半。
关于米尔斯与其同代人的关系，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考察，但这些

研究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过于将焦点放在人际关系和“学
术政治”上（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３），甚至是一些私人恩怨的八卦和轶事，乃至
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米尔斯写作《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动力“与其说是学
术上的，毋宁说是人际上的”（Ｂｒｅｗｅｒ，２００４），这种解构式的处理即使
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比较微末的讲法，并不能因此促进我们
对于实质性议题的理解；第二，过于将米尔斯的论战对手简单化，例如
有学者在论述米尔斯与他所批评的“老左派”代表丹尼尔·贝尔的分歧
时，简单地将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做口号式的理解，而没有看到贝
尔本人的复杂性。贝尔对二战后美国社会的经验判断以及对资本主义
文化矛盾的揭示，与米尔斯实际上有诸多契合之处。对后者的简单化
处理实际上同时也就将对米尔斯的理解简单化了。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聚焦于米尔斯与其同代人实质性的论争，即

关于“大众社会”的兴起与美国文明的转型这一经验判断上的分歧，而
不关心具体的“学术政治”因素；且努力以持平之心对待双方，不将任何
一方简化，而是试图深入到双方各自的逻辑中去，考察彼此在“义理”
（理论）和“考据”（实证）上的差异。出于篇幅限制，下文的讨论主要围
绕贝尔和帕森斯这两个代表人物展开。之所以选择贝尔和帕森斯，主
要是因为米尔斯与他们两人的分歧，分别代表了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
学传统的分歧：贝尔代表了（尽管是最终幻灭了的）左派的马克思主义
传统，帕森斯则代表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下文中，我们将看
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寄望的作为社会革命和历史变迁之主体
的工人阶级，还是自由主义所看重的作为其多元主义之基石的志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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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米尔斯的社会理论中，都被一一否定了（Ｈａｙｄｅｎ，２００６：７６）。

（一）米尔斯ｖｓ．贝尔
在那封著名的《给新左派的信》中，米尔斯曾指名批评贝尔的“意识

形态终结论”（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而后者则以“庸俗社会学”来回击米尔斯
（Ｂｅｌｌ，１９６０），且曾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给予恶评（Ｂｅｌｌ，１９５８）。但其
实米尔斯和贝尔一度非常亲密，两人曾一起办过杂志，且都曾是“纽约
文人”圈中志同道合的朋友。由于两人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社会
学教席，一些学者甚至将他们一起视为所谓文学与社会批评的“哥伦比
亚学派”的重要成员（Ｂｅｒｇ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２）。但两人在１９５０年代最终分道
扬镳。有趣的是，米尔斯与贝尔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殊途同归的：
米尔斯最终以“社会学的想像力”名世，而贝尔则以“意识形态的终结”
名世（虽然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原创），即两人的一生治学和思考在很
大程度上都被一个简单化的标签所覆盖了，而难以得到真正深入、透彻
的理解和认识。
米尔斯与贝尔各有关于美国社会的系列研究出版。米尔斯的系列

主要是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１９４８）、《白领：美国的中产阶
级》（１９５１）和《权力精英》（１９５６）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而贝尔
的系列是由《意识形态的终结》（１９６０）、《后工业社会的来临》（１９７３）和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１９７６）所组成的“后工业社会三部曲”。在同时代
的社会学家中，米尔斯和贝尔两人分别对２０世纪美国社会所做出的诊
断可能是最强有力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米尔斯和贝尔都注意到美国社会在２０世纪初以来所发生的剧烈

变动。贝尔将１９１０－１９３０年视为统一的美国国家经济的形成时期，罗
斯福新政正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国家经济体系而出现的新的政治组织

形式（贝尔，１９９２：２４５－２５０）。而在二战之后的２５年里，美国社会更进
一步地成为一个都市社会、民族社会和群体社会，华盛顿成为权力中
心。在贝尔看来，这意味着美国由一个托克维尔笔下的“乡镇共和国”
变成一个帝国，贝尔尤其关注帝国的治理给现实政治和社会运作所带
来的巨大改变，并深刻分析了民主制度和帝国角色之间的张力（贝尔，

１９９２：２５４）。在此基础上，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做了细致入微
的揭示，这也是贝尔的社会理论中最具特色的地方。贝尔指出，在后工
业社会中，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的是新的消费和享乐文化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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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价值体系根基的新教价值观发生了冲突。“美国资本主义已经
失去它传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
教观念上（而现在工作是为了消费），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
化报偿体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转型导致传统资产阶级
价值体系的崩溃，其在经验上的表现即是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
代表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小城镇生活方式，被城市化和大众消费所
终结。贝尔认为这是文化矛盾产生的根源（贝尔，１９９２：１０２）。
事实上，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也与米尔斯在《白领》一

书中对“老中产”的式微的分析相契合（米尔斯，２００６）。不同之处在于，
贝尔最终将焦点放在“文化”上。例如，他虽然提出意识形态终结了，但
他同样不忘指出，“虽然政治上的激进意志已经烟消云散，但激进意志
本身———与社会势不两立的姿态———却在文化领域借助文化批评而得
以维持”（贝尔，１９９２：９２）。在贝尔（１９９２：８８）看来，“五十年代的激进主
义是借助了文化，而不是政治，才得以延续了自身使命”。更进一步地，
他指出，激进主义的文化逐渐走向一个极端，即受到反理性和反智情绪
的深刻影响，且过于强调美学体验，而这种现代主义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表现为受理性原则支配的技术－经济体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断
裂（贝尔，１９９２：８３）。这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一个面向。在此基
础上，贝尔（１９９２：１３２）认为，“现代主义，文化大众所表现出的种种乏味
形式的制度化，以及市场体系所促成的生活方式———享乐主义，这三者
的相互影响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当贝尔聚焦于文化的时候，社会革命／政治实践的问题其实就被消

解了。然而，在米尔斯的笔下，文化，或所谓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一定是
与社会运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他们两人在对待“大众社会”
问题上的分歧所在。贝尔明确反对“大众社会”的提法，《意识形态的终
结》开篇第一章即是对大众社会理论的批评，而对米尔斯来说，“大众社
会”则是其社会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贝尔看来，如果说过去四十
年的经验可以得出什么教训的话，正是这四十年的经验塑造了“意识形
态的终结”，他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假定一切社会矛盾均已结束
（贝尔，１９９２：８８），而只是说那些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狂暴社会运动，不
再具有合法性，因为暴力手段终将玷污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和人的尊
严，而他对大众社会的担心即在于，“欠发达的社会运动，没有任何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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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记忆，正在又一次变得时髦”（Ｂｅｌｌ，１９６０：１４３）。贝尔的这一立场，
其实有具体的针对性，它代表了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受到马克思主义
深刻影响的那一代美国知识分子在二战之后对苏联体制和“斯大林主
义”的反思和决裂：“激进运动的陈旧政治观念已经失去了活力，它再也
无法在知识分子中唤起忠诚或热情了”（贝尔，１９９２：８８）。但是，米尔斯
所不能同意的是，左派理想的这一幻灭就必然意味着放弃追求另一种
替代性的可能。换句话说，米尔斯与贝尔的分歧涉及到一个更加根本
的问题，即如何界定知识分子自身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米尔
斯和贝尔都是“纽约文人”群体中的成员，１９５２年，该群体依托的核心
刊物《党人评论》杂志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的
书面研讨会，该讨论会聚焦于“知识分子对美国及其制度的态度是否在
改变”、“知识分子是否必须适应大众文化”、“异议传统在当下是否还能
像过去一样强大”等多项议题（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ａ：３７）。在这场讨论中，大部
分“纽约文人”群体的成员（包括贝尔）都认可美国本身正在成为一种文
化典范，而知识分子也摆脱了异化的命运，正在向往成为美国生活的一
部分（参见叶红、秦海花，２０１３：２３；严志军，２０１３：２０６－２０７）。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即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
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
元政治概念”（贝尔，１９９２：３）。这恰恰是米尔斯所不能同意的，他与“纽
约文人”圈中的另一个少数派欧文·豪的看法一致，认为知识分子由于
逐渐进入体制或学院之中，失去了批判的勇气甚至是政治上的判断力，
一个“服从的年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正在到来（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ａ：３９
－４１；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８２；Ｈｏｗｅ，１９５４）。事实上，这场讨论标志着纽约文
人圈内部的分裂，米尔斯将那些放弃了批判理想，拥抱意识形态终结的
知识分子称为“老左派”，而他自己则开始呼唤没有历史包袱的、生气勃
勃的“新左派”的到来（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ｂ）。

（二）米尔斯ｖｓ．帕森斯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攻击，大概

是这个学科最广为人知的学术批评之一。但事实上，在米尔斯早年的
知识社会学论文中曾多次援引帕森斯，尤其是其１９３７年出版的《社会
行动的结构》（帕森斯，２００３）一书。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反对以芝
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上一代美国社会学的狭隘经验主义和社会问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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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将欧陆社会理论的传统引入进来且加以“美国化”，帕森斯和米尔斯
实际上有很多共识（闻翔，２００９；赵立玮，２０１５）。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米尔斯和帕森斯都是将韦伯的学说引入英语学界的先驱人物。帕森斯
曾在一篇书评中盛赞米尔斯与格特编译的《韦伯社会学文集》（Ｗｅｂｅｒ，

１９４６）是对现有韦伯译作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补充”（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４７：

２３８），他指出，在当时的美国，韦伯通常被视为一个论述“新教主义作为
现代资本主义主要起源”的理论家，该书的编译则有助于纠正这一狭隘
看法，拓宽学界对于韦伯的固有认识。

４．不过，帕森斯和米尔斯的不同之处在于，帕森斯在其代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提出的“汇
通说”所梳理的四位经典人物都是欧洲人，而没有将美国尤其是实用主义传统纳入其中。既然
帕森斯打造的是一种“行动的意志论理论”，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正是首先将自己视为一种
行动哲学，由此说来帕森斯对实用主义的忽略就显得有些奇怪（参见Ｊｏａｓ　＆Ｋｎｏｂｌ，２００９）。而米
尔斯（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４）从博士论文开始即一直将实用主义传统作为其社会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

《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所提及的要帮助帕森斯“翻译成英文”的著作
正是帕森斯最理论化也最复杂的著作《社会系统》，除此之外，帕森斯还
有大量不那么晦涩甚至带有经验性质的作品。帕森斯的著述并非只是
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有着对重大时代问题的经验关怀，例如《社会行
动的结构》在帕森斯自己看来即是一部“双重意义上的经验性著作”（赵
立玮，２０１５）。但是，他们对于经验现实的判断以及在著作中处理经验
问题的方式显然有着很大不同。例如，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重
大时代议题而言，帕森斯在二战期间的政治关怀主要是是对抗德国的
国家社会主义，而将民主美国作为与之相对立的“整合社会”（参见格哈
特，２００９：１０）；而米尔斯在二战期间所最担忧的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
而是美国自身的军事化、集权化以及政商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
政治—军事—工业共同体的形成（参见Ｇｅａｒｙ，２００９：４６－５４），即他更
关注官僚制组织在现代社会的崛起和蜕变。
帕森斯与米尔斯在对美国问题的判断上的分歧早在对韦伯的翻译

和诠释上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正如有论者曾指出的，帕森斯在对韦伯的
诠释中引入了涂尔干，因而强调社会团结与价值整合。因此，他才会尤
为看重促进美国社会的整合的各种因素，例如，各种教派、职业团体、民
间俱乐部等等。相比之下，德国恰是一个反例。在帕森斯看来，法西斯
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卡里斯玛型运动，起源于理性化过程所导
致的失范（Ｇｅａｒｙ，２００９：５２）。而米尔斯在对韦伯的诠释中则引入了马克

·６３１·

社会·２０１６·６



思，他将马克思的商品生产中的异化改造为韦伯的科层制组织中的异
化，因此他才更强调二战以来在美国逐渐涌现的军工复合体这一庞大
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组织，以及在背后掌控这一组织的权力精英。
其实，帕森斯并非不曾忧虑于美国的军事化倾向和政府权力的扩

张，但帕森斯认为这只是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是一种暂时的“功能”需
要。帕森斯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迁，
工业社会的不断成长，不仅包括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设置
（即政治系统和阶级结构）的变动（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４：１３８）。而工业化同时
也产生了两组问题：控制经济过程本身和处理工业化的社会影响的问
题（帕森斯，１９８８：１８７），以及美国在世界体系中权力和责任的增强所带
来的隐患。这两个过程，一个是外部压力，一个是内部张力，共同导致
了政府以及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增强（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４：

１３８）。这与米尔斯对于权力精英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揭示其
实是一致的。不过，尽管如此，帕森斯还是乐观地认为，罗斯福的新政
是这一趋势的转折点。在新政中，政府通过“引进有利于劳工的社会安
全和社会立法干预的国家系统”来应对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
而美国的实业集团已经适应了这一新的情境（帕森斯，１９８８：１８８）。德
国的情况恰恰与美国相反，在德国是新的经济摧毁了旧的政治系统，而
不是新的政治系统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方式（帕森斯，１９８８：１９９）。帕
森斯认为，米尔斯与他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将新政视为代表美国社
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仅仅是雨过地皮湿般地短暂干扰了权力精英
的崛起以及其中的商业精英先遣队的主宰”（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４：１３６－
１３７）。因此米尔斯才会在《权力精英》中写到，经济精英正在将新政时
期设立的机构控制和据为己用，虽然他们最初是非常反对这些机构的。
帕森斯与米尔斯关于美国问题的实质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帕森斯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社会整合的重心并不在于政治系统，而
是在于其“社会”的面向（帕森斯，１９８８：１８７）。例如，帕森斯指出米尔斯
忽视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帕森斯列举了联邦最高
法院处理种族隔离事件以及在麦卡锡主义之后重申公民解放的事实

（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４：１３６－１４５）。而米尔斯则认为，随着产权体系的改变以
及经济权力的日益垄断化，律师已经从旧时的政治英雄和公共利益的
捍卫者沦为大财团和特定部门利益的看门人。在《白领》一书中，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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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对于法律职业的内部结构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分层做了细致的分

析，指出法律职业本身已然成为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附庸（米尔斯，

２００６：９４－１００）。帕森斯还对米尔斯关于教育的功能的看法提出质疑。
对于教育，米尔斯曾经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辛辣地写道，“教育的普
及造就的只是民族主义者和技术白痴”（米尔斯，２００５：１８３）。而早在其
关于实用主义的博士论文中（其正式出版后的副标题正是“美国的高等
教育”），秉承詹姆斯等人对于“高等学究主义”（ｈｉｇｈ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ｓｍ）的
批评，他曾对哲学研究自１８６０年代以来如何在美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
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米尔斯的批判态度相反，帕森斯关于１９世
纪末以来美国“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大学通识教育对于获
得跨种族和跨地方性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而后者则是“社会共
同体”整合的基础之一（参见赵立玮，２００９）。５

５．教育社会学家诺曼·伯恩鲍姆（Ｂｉｒｎｂａｕｍ，２００９）曾回忆起１９５２年春天他抱着刚出版的
《白领》经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大楼，在台阶上碰到了帕森斯的情形：后者从他手里拿过《白
领》，径直翻到书中对大学教授的分析，说他完全不能同意米尔斯的说法。

正是出于对社会整合的强调，使得帕森斯对米尔斯关于“大众社
会”的分析“极端怀疑”。但是，二者对民主在美国的命运的关怀却是一
致的。只不过帕森斯过于强调社会整合的面向，因此也往往被人们认
为是一种“现代化理论”或“结构功能主义”的乐观（赵刚，２０００）。而米
尔斯则秉持对大众社会的“民主批评”（闻翔，２０１２：１２），因而在他笔下
呈现的是色彩更加灰暗的一幅图景。当帕森斯在“社会共同体”的意义
上强调“中间组织”或“志愿团体”的重要性时，米尔斯却对“人”的问题，
或者说韦伯（２０１０：３７）所谓“社会担纲者”的问题更加关心。在“社会
分层三部曲”中，米尔斯发现，无论是工会领袖、白领阶级还是权力精
英，无一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担纲者的角色。因此，他最终回到“地方”
来寻求重塑民主精神的动力来源和民情基础。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两人在观察社会的理路和视角上所存在的

差异。如果说帕森斯循着涂尔干的思路，主要从“法团”的视角来理解
“社会”，那么，米尔斯对于“社会”的观察则是从“地方”的视角出发。在
后来构成了《白领》主要经验素材的一项田野调查中，米尔斯和他的同
事对６个美国小城市进行了比较（Ｍｉｌｌｓ，１９４６）。这项调查讨论的一个
核心问题即经济权力的集中化如何影响了地方的公民结构（ｃｉｖｉ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及其居民的公共福利（ｃｉｖｉ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结果发现，越是在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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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导经济的城市，所谓的“社区”就越不能产生真正的公共生活。大
企业虽然提高了工资和生活水平，但却造就了跨地方和流动性的职业
主义和法人文化（Ｄａｎｄａｎｅｕ，２００６：１３１）。米尔斯对于“地方”的关注深
深地植根于美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之中。有学者曾经指出，米尔斯所代
表的是一种“中西部平民主义”的智识传统，后者作为一种发端于北美
小城镇的大众民主哲学，信奉“小即美”，倾向于“地方性”（ｌｏｃａｌ）而非
“世界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的价值，对大政府和大企业的支配内在地不
信任。但这并非简单的保守政治或怀旧主义，而是与皮尔斯、杜威等人
奠定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密切相关（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８３：７－８）。

三、从古巴“返观”美国：米尔斯的晚期著述

在米尔斯前后期的写作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折：从学生时代即
在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开始，直到１９５０年代末，他主要从事专业的学
术著述，这近二十年作为“独立智识匠人”的经验和实践最终结晶为《社
会学的想像力》（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后者集中阐述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研究
的整个纲领。然而，从１９５０年代末直到其１９６２年因心脏病英年早逝，
米尔斯日益转向更加通俗化的著述，后者不以学院内部知识生产和流
通为目的，而是直接地处理与讨论当时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政治议题。

１９６０年问世的《听着！洋基佬：论古巴革命》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一
共发行了４０万册，读者范围远远超出了米尔斯前期的作品，甚至连当
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都读过这本书。
这样一个转向颇值得探究。《社会学想像力》完成之后，在给朋友

的一封信中，米尔斯感叹：“我已经对写作学术文章感到厌倦了”
（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２７３）。他甚至考虑过辞去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职，
转而定居英国从事自由写作。可见，这个转向是理解后期米尔斯的一
个关键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关于米尔斯的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
栋，大多数却只将焦点放在他前期的学术著述上，对其后期更加通俗化
的写作，却往往打入另册，缺少足够的兴趣，更有甚者，武断地斥之为政
治记者的写作。事实上，在米尔斯前后期的写作中，“美国文明的转型
及危机”这一根本问题意识是一以贯之的。

１９６０年８月，受到在游击战时期读过《权力精英》且大为激赏的古
巴新政权领导人卡斯特罗的邀请，米尔斯踏上了哈瓦那的土地，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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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国家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访问。回国之后，经过六个星期废寝忘食
的工作，他介绍古巴革命的著作《听着！洋基佬》正式出版。显然，这是
一部急就章式的作品。书中对于古巴革命的许多描述只能是印象式
的，不够精确。然而这种不准确可能恰恰最“准确”地反映了古巴革命
的特质：即其初生性和不确定性。米尔斯在书中说到，“现在还不能对
古巴下判断，因为古巴的真相，每天都在被创造和在变化”。

６．书信体是米尔斯晚期著述中常见的形式。除了《听着！洋基佬》之外，还分别有写给东西
方两大冷战阵营中的知识分子的《里通敌国：给俄国同志》（Ｃｏｎｔ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ｉｍｉｅｓ：Ｔａｖａｒｉ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以及《给新左派的信》。前者是一部未完成的遗作，由米尔斯写给他虚构的一位苏联知
识分子的数十封书信组成，后被收录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由米尔斯的子女编辑整理的《米尔斯
书信与自传》（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一书中；后者（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ｂ）则于１９６０年首次发表于创刊不久的英
国《新左派评论》杂志，如今已经成为一篇研究左翼思潮的经典文献。

不过，《听着！洋基佬》并不是对一场异国革命的浪漫抒情，其根本
的问题意识还是要回到美国自身。古巴革命爆发后，普通美国人对此
并不关心，在他们的印象中，古巴不过是一个充满雪茄和异域风情的海
岛，一个观光游乐之地。美国的媒体和知识界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理
解古巴革命的意义，浅薄的记者仅仅将其当作一场发生在邻国的骚乱
（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９－１０）。而美国各个政党以及各种派别的知识分子只
是从或左或右的政治立场出发给古巴革命贴上各种标签，古巴革命者
自身的声音却从无听到。因此，本书采取了书信体６的形式，以一个虚
构的古巴年轻革命者的口吻，向他的北方邻居发言，介绍古巴革命的来
龙去脉，“信中的观点、语调和解释都是古巴人的，我只是以尽可能直接
的方式将其组织起来。我尽可能不表达个人观点，努力不让自己对古
巴／美国的忧虑掺进古巴革命者的声音，既不隐藏也不强调他们想法中
的模糊之处”（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１２）。

而古巴革命者的声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普通美国人而言，这恰
恰是他们籍以返观自身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一个机会。米尔斯指
出，古巴的问题与他所谓的“洋基帝国主义（Ｙａｎｋｅ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在古
巴的作为是关联在一起的。“洋基帝国主义”对外锐利冷酷，美国的大
资本和大企业基本上主导了古巴的工业，将古巴置身于不平等的经济
结构中，使得其成为经济意义上的殖民地；对内则温情脉脉，通过丰裕
社会的消费主义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乡镇共和国公民蜕变成大众社会

的快乐机器人，失去了政治行动力和民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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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用古巴革命者的身份呼吁他的美国同胞：“你们的国家如此
富有和强大，你们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决定你们国家和你们自己的生活。
你们如果能够找到当前政治经济结构的替代方案，那一定就是伟大的
方案。而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以从你们南边、东边的饥饿国家开始，
将其视为美国政治经济的一部分。”（Ｍｉｌｌ，１９６０ａ：１６７）
在米尔斯看来，古巴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饥饿国家”。米尔

斯反对左派知识分子囿于自身理想破灭的经历，对古巴革命持怀疑态
度甚至认为其必将终结于悲观和恐怖。他批评后者“没有任何替代方
案，不去想象、推进、发明和要求。他们只是局外旁观者，而没有自己的
立场。他们写的关于古巴革命的东西不过就是他们自身过去所受的创
伤的反映”（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１４９－１５０）。米尔斯用古巴革命者的酒杯浇
自己心中之块垒，呼唤“新左派”的到来：“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我们没
有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的包袱……我们没有老左派的悲惨回忆。我们
是世界上的新左派”（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４３）。

《听着！洋基佬》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主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和反革
命的社会力量的阶级分析；对古巴革命后在经济、教育、福利和土地等
方面的改革措施的介绍，等等。对于古巴革命的未来，米尔斯写道，“革
命只是一个阶段，每一场革命都要面对没有任何革命可以一直持续下
去的问题。古巴亦是如此”（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１２３）。米尔斯敏锐地注意到
卡斯特罗作为革命领袖在古巴的权威地位。“我不喜欢对一个人如此
依赖，而这个人掌握绝对的权力。但我不认为同意或反对这一事实就
是足够的。这在政治上毫无益处。我们必须理解如此这般的背景／条
件，理解如此这般持续下去的背景／条件，才能考察其发展的前景。但
是，我们不认为我们到最后建立的将是一个独裁”（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１８３－
１８４）。他说，“革命可能变成谎言和暴政，但我不认为这在古巴是不可
避免的。”（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１７９）。早在１９６０年初，还没有访问古巴之前，
米尔斯就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不发达国家有没有可能进入一种
计划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模式，而不陷入斯大林主义的错乱（就像在苏联
发生的那样）？”（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ｃ：２２７）他认为这首先取决于不发达国家的
步伐与“节奏”，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古巴革命的实地观察更
进一步给了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米尔斯不无担忧，他用古巴人的
口吻写道，“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政策缺位正在将古巴推向对苏联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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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和平的世界主义导向。是美国政府让古巴政府
将少数意见等同于反革命，将反共产主义等同于反革命。如果我是一
个古巴人，我也只会如此选择”（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１７９－１８０）。
米尔斯指出，冷战双方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苏

联的斯大林主义都应该被超越。对于古巴革命，米尔斯的期许在于：
“今天，一个经济公正、政治灵活自由的社会是否可能？古巴正代表了
一种机会”（Ｍｉｌｌ，１９６０ａ：１８８）。米尔斯对古巴革命者的判断是：“我们
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如果说我们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共
产主义的’，那也不是因为我们预先遵循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是我们在
实践中发展而来”。
如果将《听着！洋基佬》放置在米尔斯整体的研究脉络中来考察的

话，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关心，早在１９５０年他与别
人合著的《波多黎各人的旅程：纽约的新新移民》中，就已经埋下了伏
笔。该书对于纽约的波多黎各移民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他们移民的原
因、移民前后职业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变化，以及移民对于纽约本身的影
响（Ｍｉｌｌ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０）。与著名的“社会分层三部曲”相比，该书的知名
度要低得多。然而，《波多黎各人的旅程》与《听着！洋基佬》却有着内
在的关联，要理解这两本书，都要回到１８９８年那场改变了美国命运的
战争：美西战争。

１８９８年２月１５日，美国派往古巴护侨的军舰“缅因”号在西班牙属
地古巴哈瓦那港爆炸，这一事件随即成为美西战争的导火索。战争一直
持续到当年年底，西班牙最终战败，宣布放弃古巴，承认其独立，而美国
则取代西方牙成为古巴事实上的宗主国。此外，美国还占领了原属于西
班牙殖民地的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１９５２年，美国给予波多黎各自
由联邦的地位，但外交、国防、关税等重要部门仍由美国控制。１９５９年，
古巴爆发革命，新生的古巴政权宣布征用美国在古巴的全部企业，１９６１
年美国和古巴断交，从此对古巴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锁。
无论是波多黎各的移民，还是古巴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美西

战争造成的历史后果。美西战争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正式放弃了华盛
顿、亚当斯、杰弗逊等开国领袖提出的孤立原则和对国家角色的界定，
即“美国仅仅是自己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和维护者”，而加入到世界政
治的角逐中，向着殖民帝国的身份转换。美西战争结束之时，后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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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兴奋地写道，“一组在１２５年前摆脱英国统治的小
邦，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国”，他指出，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摆在美
国面前的选择就是，要么做鸵鸟，要么做雄鹰。而他认为，美国的理想
不应再是作为孤立“共和典范”，而是要成为“世界领袖”（参见王立新，

２００９：１４１、１３４）。

７．需要指出的是，将古巴问题与美国问题勾起起来，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决定论，即古巴革
命的缘起、演变及其后果都是由美国这个外部因素完全决定的。米尔斯本人对此的讨论远远
要复杂得多。例如，在同样写于１９６０年的一篇讨论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与美国的关系的文
章中，米尔斯就曾经非常明确地说道，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发达，首先要从内部原因加以解释
（例如其统治集团和社会经济结构），而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支配（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ｃ：

２２９）。因此，当我们说米尔斯对古巴的讨论是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时，并不是说就古巴本
身而言，米尔斯给出了一个完全外部决定论的解释。只是《听着！洋基佬》的叙述口吻（以虚
构的古巴革命者之名）与受众对象（美国读者）决定了它主要聚焦于古巴革命的美国因素。

８．“爱国者法案”（ＰＡＴＲＩＯＴ　Ａｃｔ）是２００１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颁布的国会法案。
在民权主义者看来，该法案以反恐之名扩张了国家权力的边界。

在２０世纪初，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前辈皮尔斯、詹姆斯等人都曾
参与过 “美国反帝国主义同盟”，对美国的帝国转向表示警惕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６３：１２），在他们看来，做民主国家，还是做帝国，是关切到
美国文明根基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接续了他们的批
判和思考。如果说，米尔斯对波多黎各移民的研究是以纽约城为田野，
从地方民情的视角考察美国的“帝国”转向所造成的影响，那么，他对古
巴革命的研究则是从国际政治的视野出发，讨论美国对拉美的干预所
造成的历史后果。此外，这个讨论也与米尔斯之前关于美国社会分层
的三部曲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彼此的“对反”：如果说“三部曲”是对
美国民主的内在批判以及对社会变迁的主体与可能性的持续追问，那
么《听着！洋基佬》一书则是通过对这个“洋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新
生的古巴革命的叙事完成了一次对美国民主的隐含的外部批判，同时
也是对社会变迁的主体与可能性的一个尝试性回答。７

在汤姆·海登看来，当今的美国与米尔斯写作《听着！洋基佬》的

１９５０年代有着吊诡的相似：冷战的思维框架被反恐战争的思维框架所
取代，麦卡锡主义则被“爱国者法案”８所取代；另一方面，在南方国家，
新社会运动都在兴起，对市场霸权和军事霸权的基础构成挑战
（Ｈａｙｄｅｎ，２００６：６１）。从这个角度看，《听着！洋基佬》尽管针对的是当
时迫在眉睫的古巴问题，但却并不因为时效性的丧失而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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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今日之眼光视之，《听着，洋基佬！》一书对于古巴革命的后
果判断仍然过于乐观（例如认为古巴的政治革命必然带来社会革命），
仍然局限于“任何反对美国权力精英的力量就必然是进步的”这一逻辑
（Ｌｅｍｅｒｔ，２００６：４８）。然而，米尔斯在这里仍然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依
然显得特别重要的问题，即“饥饿民族”能否，以及如何进入世界历史？
在米尔斯看来，古巴革命不仅是针对美国的，其本身更是正在勃发的
“饥饿民族”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古巴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拉丁美洲
在长达一个世纪中都被排斥于世界历史之外，除非是作为客体；但是现
在，它终于作为主体进入了历史（Ｍｉｌｌｓ，１９６０ａ：１７３）。事实上，这个问
题正是晚近以来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讨论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

四、“社会学的诗”：回归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

米尔斯逝世距今已有六十余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社会学本身也
在不断地转型之中，米尔斯当年所面对和批评的社会学的学科图景和
格局已然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譬如，今天的社会学显然要更加开放、
包容和多元，不同取向和立场的研究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无论是宏大
的理论研究，还是中层理论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抑或是治理取向的政策
研究，当然，还包括米尔斯所大力倡导的激进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研
究，这些研究面对不同的阅听人，秉持不同的立场和目标（布洛维，

２００７），无妨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费孝通，１９９３）。在那个
年代，米尔斯曾经慨叹他从未在学术界“体会到兄弟会一般的情感”，但
现在，他显然已经有了太多的追随者和“信徒”。因此，要讨论米尔斯对
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就不能局限于他对当时社会学学科现状的批
评，而是要深入地、扎实地回到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实质批评中去，回到
使他充满了经验感、现实感的历史和结构的分析中去，回到他关于“美
国文明转型”的根本问题意识上去。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前文从内、外两个面向梳理了米尔斯对于美国

文明转型及其危机的讨论，且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工匠”的全部工
作，就是在回应这一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脉络对他提出的时代问题。然
而，到此为止，我们还仅仅把握了米尔斯社会学遗产的一面。另一
面———但绝非无足轻重的一面———则需要我们将目光从实质议题上暂
时移开，而关注其社会学写作的风格（ｓｔｙｌｅ）。米尔斯曾经批评道，“对

·４４１·

社会·２０１６·６



于美国社会科学来说，风格根本不是一个长处。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
学家都避免‘有风格’”（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ｂ：６４）。９但是在米尔斯那里，“风格”
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质”，甚至在某些时候，“风格”就是“实质”本身。
“尽管所有的鞋匠都认为皮革本身才是唯一的问题”，但任何一个针对
社会和人文议题的写作者，都必然要面对“风格”的问题。而这并非一
个分析或阐述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从属于“风格作为导向”（ｓｔｙｌｅ　ａ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这个大的认识论问题的一部分（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１１）。

９．在美国社会学家中，米尔斯认为凡伯伦是一个杰出的例外。在米尔斯心目中，凡伯伦是
“现代社会科学家中最好的喜剧作者”（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ｂ：６３），其著作的风格与内容是一体的，他
在书中说了什么与怎么说，给读者的启发是一样多的。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在凡伯伦所解
剖的那些图景变成历史之后，是风格让这个在进步年代籍籍无名和不成功的社会学家获得永
生（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ｂ：６４）。

终其一生，米尔斯都对社会学写作的“风格”的追求和锤炼保持了
高度的自觉。在同时代所有的成名社会学家中，或许还没有哪一位学
者像他那样在意这一点。例如，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当他批评帕森
斯时，他首先批评的是帕森斯的文字不够清通，甚至揶揄要帮助帕森斯
将其晦涩的文字再“翻译”成英文。这个批评看似粗鲁，然而却反映了
米尔斯对于学术写作的一个根本要求。在一份未完成的遗稿中，他写
道：“对于写作而言，就像任何其它试图将形式寓于内容的技艺一样，存
在一个根本的要求，即审美因素。石刻、木刻或声音艺术，可能都是如
此，然而对于我个人而言，最微妙和最能让我获得满足的则一定是文字
的运用。”（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２８０）
在米尔斯对文体风格的追求中，１９５１年问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

阶级》可谓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关于《白领》一书，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
一点是，从开始动笔到正式出版，这本书一共写了７年！对于米尔斯来
说，该书的写作实在是一个无比纠结的过程，其间交织着兴奋、期许、自
我怀疑、挫败不安等种种情绪。有的时候，他充满憧憬和期待，例如，在

１９４６年的一封家书中，米尔斯提到他正在进行的《白领》写作：“关于白
领的书还在缓慢的推进中，不过我不着急……我想将它写得特别出色。
形式上，简洁纯粹；但却有许多深意和微妙之处蕴含其中。这是我自己
的写作艺术……（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０１）；有的时候，他又陷入狠狠的自我怀
疑之中。例如，在１９４９年给历史学家威廉·米勒的信中，他写道：“我
通读了该死的白领手稿，在每一页我都能看到可能的无知和错误，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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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垮了。”（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３７－１３８）。为什么写得如此煎熬？因为这
是米尔斯第一次尝试以一种崭新的文体来写作：“它必须是匠人精神与
艺术以及科学三者的结合（ａ　ｔ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ｒ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这是它要花费如此长时间的原因……”（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０１）。

１０．“社会学的诗”这一概念最早是在米尔斯阅读诗人、评论家詹姆斯·艾吉（Ｊａｍｅｓ　Ａｇｅｅ）和
摄影家沃克·伊万斯（Ｗａｌｋｅｒ　Ｅｖａｎｓ）合作的名著《让我们来歌颂那些名流》（Ｌｅｔ　Ｕｓ　Ｎｏｗ　Ｐｒａｉｓ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的过程中首次形成的。该书是对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分成制佃农家庭的“参
与观察”，艾吉诗意而又富有感受力的文字与伊万斯冷静克制而又充满人性尊严的纪实照片
相得益彰。虽然米尔斯对此书尤其是艾吉的文本有一定的批评，但却认为此书所努力的方向
正体现了“社会学的诗”希望达到的境界（参见 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１２－１１３）。

那么，怎样才是匠人精神、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呢？在米尔斯心目
中，这就是“社会学的诗”（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的旨趣所在。“社会学的
诗”将“诗歌”（ｐｏｅｔｒｙ）与“专书”（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的特质结合起来，创造出
这样一种文体，它既像“专书”一样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但又将对
经验材料的加工过程隐藏起来，而不是廉价地加以展示———同时又像
诗歌那样可以赋比兴，从而留有余味，给人启迪（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６２）。米
尔斯说，社会学的诗是一种经验和表达的方式，既报告社会事实，同时
又揭示它们所蕴含的人格意义。平庸的社会学著作厚于事实而薄于意
义，而一般的艺术形式则厚于意义而薄于事实，“社会学的诗”则处于两
者中间，是意义和事实的美妙结合，在对事实的描述中包含了深刻的人
格意蕴（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１２）。１０

对“诗”的追求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或审美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
于现代性的理解以及社会学写作在此间的位置。米尔斯之所以提出
“社会学的诗”这一概念，“源自于我们时代让人困扰的特征和节奏以及
现代知识分子对其人道和非人的特征的回应”（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１１）。在
米尔斯看来，“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即我们甚至把握不了
我们自身最根本的那些个人体验”（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１１）。米尔斯尤其强
调“个人体验”的重要性。他对于“大众文化”（ｍ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主要批
评就在于，其核心特征“并非是一种对日常例行化（ｒｏｕｔｉｎｅ）的压力的逃
离，反而本身即是一种例行化，以僵化的公式和预制的情绪（ｐｒ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ｍｏｏｄｓ），将个体从他自己的幻想的人生（ｈｉｓ　ｏｗｎ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ｌｉｆｅ）中剥夺了，且实际上常常使得清空了其拥有这样一种生活的可能
性”（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ａ：３８）。在《白领》中，他曾引述柏格森的话，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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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处境：“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生活在自身之外的，除了我们
自己的幽灵、毫无色彩的身影外，很难感受到自身的存在”（米尔斯，

２００６：１８０）。

１１．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捍卫，还需要联系米尔斯本人的生平传记来理解。米尔斯大学最早上
的是一所类似军校性质的学校，后者的军事规训和封建制作风对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思考形成
压制。米尔斯曾以“一名新生”的名义给校报写信抗议这所学校“让每个人的心智被塑造成一
个模子”（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３２）。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后他就转学到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学习社会
学。从此，终其一生，米尔斯都对任何形式的宰制关系极为紧张和敏感。米尔斯唯一的政治
偶像是“ｗｏｂｂｌｙ”，即“世界产业工作联合会”（ＩＷＷ）成员，后者是２０世纪初发端于美国的一
个非常小的激进工人团体，其特点即独立自主，从不依附于他人。对米尔斯来说，做一名

ｗｏｂｂｌｙ类型的知识分子，是他的终身目标。事实上，米尔斯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以行动化
解紧张”，以特立独行的社会学写作对抗大众文化的支配与压抑的过程。

１２．希尔斯曾在一篇针对《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著名书评中批评米尔斯的社会学实践不过是
一种“凭空想象的社会学”（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认为米尔斯“彻底
厌倦了基于田野工作且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进行统计处理的研究”（Ｓｈｉｌｓ，１９６０：７７）。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批评似乎难以成立。米尔斯的经验研究仍然遵循了这些基本的科学程
序，只不过他没有按照惯常的套路将其呈现在最后的文本中。

对个体的经验缺乏感受，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身处的现在这个
具体‘现实’缺乏真正的感受性”（李猛，１９９８）。而作为“独立智识匠
人”，首先就是要珍视和保有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１１从这个意义上，我
们才能够理解，何以米尔斯会强调社会学的“想象”要将个人传记与历
史和结构变迁结合起来、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这里所谓
的“传记”和“困扰”，其实就是在现代人心底那些最特别却又最具有人
性共通性的个人体验，正是这些体验和情感，在内在幽深处构成了现代
个体的普遍人格底蕴。
以此来理解《白领》，我们会发现，这本书的面貌与当时流行的社会

学著述的确有很大不同。作为一部经验研究的作品，这本书既没有介
绍研究过程、调查方法，也很少出现统计表格，仅仅在结尾处以寥寥几
页纸的篇幅交待了资料来源。其实，为了完成本书，米尔斯的团队在纽
约做了１２８份白领人士的深度访谈，此外，还在其他多个城市做过至少
四次田野或问卷调查。然而，这些过程全部隐而不彰。关于表格和数
据的匮乏，米尔斯则解释道，“我不想让文本因为各种关于事实和数字
的引用而不堪重负”（米尔斯，２００６：２８５）。１２之所以要摒弃学术写作的
这些常规套路，是因为在米尔斯心目中，这是一本为所有人写作的书，
而不仅是一部学院内部的知识产品：“它从头到尾都是关于２０世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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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中的小人物。它讲述这些小人物如何生活，承受什么样的苦痛，
以及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它还讲述他们所生活、必须生活、不想生活于
其中的那个世界，就像我说的那样，它将是一本为所有人写作的书。”
（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１０１）
米尔斯对于社会学书写的人格意蕴的关切，受到了他在１９４０年代

过从甚密的纽约文人群体的影响，尤其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现
代文学教授特里林的影响。特里林一直主张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传
统，强调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写作，因为文学的总体性意
义，根于“人”的总体性意义，这里的“人”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类”
的概念（宋明炜，２００３：１０５）。特里林批评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新批评
派”在写作时充斥着各种行话、术语和理论，而他本人几乎是１９５０年代
唯一不受此风潮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事实上，米尔斯在社会学领域的
位置，可能恰恰如同特里林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位置；米尔斯对帕森斯晦
涩的宏大理论的批评，可能也恰恰如同特里林对于“新批评派”的批评。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体，“社会学的诗”所内蕴的人文意

涵，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和致意。在古典社会学传
统中，无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社会学传统（最激进的批判就是回到
人本身），还是韦伯意义上的理解社会学传统（理解社会行动的“意
义”），抑或米德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传统（实用主义首先意味着人的智能
对自身命运的把握），都为人文主义保留了一个重要位置。在这些古典
作家的笔下，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经验科学，也是一门道德科学；社会现
象不仅是“社会事实”，也是道德现象（参见李猛，１９９８）。或者正如费孝
通在晚年所反思的，社会学除了“科学性”的一面，更有其“人文性”的一
面：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可以“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
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费孝通，２００３）。
费孝通所谓的“位育教育”，在米尔斯那里，则是指社会学要“帮助培养
自我修养的公众”，使“所有人都成为实质理性的人”（米尔斯，２００１：

２０２）。并且，这意味着社会学也是一门反身性的学问：社会学写作是一
门不仅修养公众，也自我修养的技艺。米尔斯曾经夫子自道，写作本身
即是他抗拒被时代“异化”的方式。因为，只有在写作中才能体验到有
趣的、整全的、人性的生活：

在四五个礼拜不停歇的写作之后，你在某天早晨突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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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发现它们已经悄然完成。即便再过２０年，这数百页的
文字仍然会让你觉得惊奇和愉悦，毕竟在这之前那里空无一
物。它们让你过去所度过的那些分秒、时刻乃至岁月不再抽
象，而是历历在目。（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０：２８１）

１３．即便如此，这个写作传统在社会学内部其实依然赓续至今。例如，约翰·奥尼尔在其“野
性社会学”的实践中，即秉持一种散文体的写作风格，“坚持将学术写作视为一种在人类文明
历史中自有其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参见孙飞宇，２０１６）。

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家来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诗”实际上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在各种测量技术、统计工具、分析模型已经如此发达的
今天，我们是否还能以这样一种审美的、诗性的（甚至因此看起来不那
么严谨的）风格来写作？自然，从形式层面上讲，在学科的种种制度规
范已经确立的当下，尤其是在当代学院体制的知识生产格局下，我们或
许已经很难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学术写作，这也必然是一条少有人
走的路。１３但就其实质精神而言，米尔斯的尝试和努力，其实为我们揭
示了一种别样的、意味深长的可能性，即我们能否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
学重新结合起来，“奠定一种既有经验生命，又有精神传统的总体科学”
（渠敬东，２０１５：３）？“社会学的诗”对于审美和人格意蕴的探寻，对事实
和意义的双重强调，其根本的旨趣或许正在这里。

五、余论：中文语境下的米尔斯及其当代意义

２００４年，塞奇（Ｓａｇｅ）出版社的“现代社会思想大师”系列出版了三
大卷的米尔斯专题研究丛书，收录了自１９４０年代以来学界关于米尔斯
的评论、纪念和批评的代表性文章共９３篇，作者中既有刘易斯·科塞、

爱德华·席尔斯这样的社会学家，也有Ｅ．Ｐ．汤普森、拉尔夫·米利班
德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甚至还包括了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
德等文学批评家（参见Ａｒｏｎ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这些作者对米尔斯褒
贬不一、毁誉各异，充分体现了米尔斯作为一个“另类”（ｍａｖｅｒｉｃｋ）的争
议色彩，但是，无论如何，米尔斯对于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科学的影
响可见一斑。本文对于米尔斯学术遗产的梳理，并不试图回应或调和
关于米尔斯的种种争论，而是旨在回到米尔斯自身的文本和脉络中，对
其一生的志业和努力进行重估。

然而，当面对米尔斯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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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中文学界来说，米尔斯究竟意味着什么？
社会学自１９８０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在中国已走过３０多年的历

程。然而，回顾历史，不免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米尔斯与中国的缘分，却
至少可以追溯到１９６０年代。早在１９６５年，大陆就翻译出版了米尔斯
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者》，距其英文原版问世的１９６２年不过隔了３年。
这是一本关于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导读（米尔斯，１９６５），可见，在
当时，米尔斯是作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被
引进和“批判地阅读”的。不过，由于中译本是作为内部读物发行，且社
会学在当时仍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处于被取消状态，因此该书的出
版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性影响。米尔斯真正进入中文学界的
视野并取得某种经典地位，还要归功于２１世纪初以来对于《白领》、《权
力精英》、《社会学的想像力》等重要著作的陆续引介和翻译（米尔斯，

２００６，２００４，２００１）。当然，除了翻译工作之外，中文学界对米尔斯亦有
一些初步的研究尝试。例如，有的研究着眼于米尔斯关于美国社会结
构的历时性分析，考察他对移民、工会、中产阶级、权力精英的分析及其
对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启示（赵一凡，１９８７；吕鹏，２００６；周晓虹，２００７；
闻翔，２０１２）；有的研究则聚焦于米尔斯的集大成之作《社会学的想像
力》，考察其创作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学科内部的接受史（赵刚，２０００；
闻翔，２００９），以及社会学想象的后现代意涵（郑从金，２００７）、方法论意
涵（何祎金，２０１１）；还有的研究则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讨论了米尔斯对于

６０年代美国的影响（赵刚，２００３），等等。

１４．比米尔斯稍晚一些的、美国社会学的另一位重要批评者古尔德纳曾细致地分析了社会学
与福利国家的关系，且直陈主流的社会学已经沦为一种福利国家的社会学（Ｇｏｕｌｄｎｅｒ，

１９６８）。

然而，在讨论米尔斯时，很少有研究会留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与
米尔斯之间至少存在着双重错位。首先，是时代的错位。米尔斯所活
跃的年代，正是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罗斯福新政的塑造下，向“丰
裕社会”和福利国家转变的重要时期。１４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却是
一个福利国家被消解，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裹挟一切的时代。
其次，是问题意识的错位。正如前文所述，终其一生，米尔斯所关切的
始终是自１９世纪末到二战以来美国文明的转型与危机，然而，这样一
个深具历史感的、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却逐渐被剥离开来，米尔斯在今
人眼中更多地变成一个社会学的“异议”分子，一个“社会学想像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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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发明者。这导致了我们往往仅仅从形式化上理解和认同米尔斯的
批判精神和边缘立场。事实上，很多人之喜欢和崇敬米尔斯，并非由于
对米尔斯生平志业的实质性理解，而只是因为这样一个骑着自己组装
的摩托车，住着自己亲手盖的木屋，叼着雪茄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
等谈笑风生的反叛牛仔形象，恰恰满足了人们对于“传奇”的想象。

１５．有学者在批评国内主流社会学的中产阶级研究时，曾将前者所不加反思地加以接受的
“现代化模式”（或曰“美国模式”）的理论来源追溯到《白领》一书（黄宗智，２００９：５８）。其实米
尔斯对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是有内在批评的，主流社会学对《白领》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
“谬托知己”。

这两重错位，至少尚未得到细致的省察，由此也导致了中文学界对
于米尔斯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识和隔膜之处。例如，近十年来关于中
产阶级的调查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米尔斯《白领》一书的影响。

然而，两者相比，国内的中产阶级研究秉承的更多是一种社会整合的问
题意识，强调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且由此导致了行动分析
的阙如和去政治化倾向。这显然与《白领》的旨趣大相径庭。１５

因此，当我们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讨论米尔斯的学术遗产时，最重
要的恐怕在于，一方面我们要对于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植根的历史
和文化脉络有所了解，对米尔斯试图回应的时代问题有所把握，另一方
面也要深入到我们自身的经验和现实脉络之中，找到中国自身的时代
问题，以此来思考米尔斯的启发意义。就此而言，郭于华（２００６）所讨论
的如何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所蕴含的“心智品质”来理解共产主义文明及
其转型的逻辑和机制，或许是一个最具有历史感的进路。与郭于华的
讨论相呼应，应星（２０１６：８）在其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纲领
中，亦批评社会学研究的当前格局与中国所处的历史巨变所激发出来
的思想空间远不相称。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当回过头来再重温米尔斯时，本文所讨论的
米尔斯的两份学术遗产，亦具有了别样的启发意义。当下的社会学研
究，已经生产出大量规范有余而想像力不足、有匠气而无“匠人精神”的
知识产品。这些作品，在风格上，与米尔斯所期许的“社会学的诗”相去
甚远，既乏“意义”，又欠“审美”；在内容上，则无以把握转型中国激流下
的人心与民情之变迁，无以把握时代变幻中社会运作的机制与逻辑之
变迁，以至于“对于内在于中国当下经验和现实脉络中的重要问题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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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对于影响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历史和结构力量毫无反思”（闻
翔，２００９），而仅仅聚焦于专业分际之下那些经过过滤了的细枝末节的
问题。正如新古典社会学的奠基者伊万·塞勒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所慨叹的，社会学越来越失去了直面大议题（ｂｉｇ　ｉｓｓｕｅ）的能力，因而也
越来越失去在政治上的吸引力（塞勒尼，２０１５）。而我们知道，米尔斯在
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处着眼（Ｔａｋｅ　ｉｔ　Ｂｉｇ）！”（Ａｒｏｎｏｗｉｔｚ，

２０１２）撇开米尔斯的那些具体著述，这或许就是米尔斯留给社会学最重
要的一句箴言。是的，永远对重大的结构议题和历史进程保持敏感、关
切和讨论，而不将目光局限在狭隘的、碎片化的所谓学术分工中，这不
正是米尔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最大的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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